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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驭术”[*] 

——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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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道驭术”是我国先秦时期技术伦理的基本思想特征。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学派和墨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以道驭

术”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农业耕作、手工业技术和医疗活动，其合理成分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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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奠定丰厚理论基础的时期，也是我国技术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上萌发和成长的时期。我国古代从一般意义上

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指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在先秦时期，“以

道驭术”的思想观念就已经出现。其中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和墨家等不同学派，分别从不同侧面建立了“以道驭术”的技术伦

理思想体系。 

 

一、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强调工程技术所产生的宏观社会效果，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

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说，道德是包括技术在内的一

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在技术发展中，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三事”，要求技术发展目标既对国计民生有利，又有道

德教化功能。([1],pp.291-292)所谓“六府”，指的是“水、火、金、木、土、谷”，即水利、烧荒、冶炼、耕作、贵粟之类。所

谓“三事”，指的是“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学者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

西，才是儒家大力抨击的所谓“奇技淫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有人说

儒家学说鄙薄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称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这是不正确的。 

查史书上关于“奇技淫巧”的解释，《周书·泰誓下》中曾提到“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礼记·月令》

规定，“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礼记·王制》中也抨击“作淫声、异服、奇技以疑众”的行为。显然，这里的“奇技淫巧”

都不是指农桑、水利、建筑、冶铸这一类技术，因为这一类技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众基本生存，是儒家一直倡导和强调的技

术。在儒家思想长期居正统地位的我国古代社会，注重发展这一类技术，曾使我国技术水平在整体上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诸如

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儒家学说真是鄙薄一切科学技术，怎么会

有“四大发明”和其他一度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就呢？先秦儒家思想抨击“奇技淫巧”的目的在于“以道驭术”，这种观念在

一定程度上用道德规范限定了当时工匠们的技术活动范围，起到直接约束工匠们的具体技术行为的作用。 

先秦儒家抨击“奇技淫巧”，但对“奇技”与“百工”（即有各种实用技艺的工匠）做了明确区分，认为后者虽不登大雅之堂，但

还有存在价值。《论语·子张》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按：指技艺)，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

是以君子不为也。”显然，这里尽管认为“百工”的技艺远不如君子的学问重要，但对“百工”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态

度。不过，先秦儒家认为同农耕技术相比，工商活动中的技术在地位上更低一些，必要时要加以限制。如荀子所说：“士大夫众则

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

 



([2],p.165,p.210)

先秦儒家还强调“术”要以仁为本。孟子说：“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仁处，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他批评白圭以邻为壑的不符合仁道的治水之术：“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

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3],p.23,p.81) 

儒家伦理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尚书·旅獒》中讲：“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

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这里的“玩物丧志”、“贵异物”，指的都是“奇技淫巧”之物，而

非有用之物。先秦儒家在技术应用的评价标准上强调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礼，与其奢也，宁俭。”( [4],p.1,p.31,p.8)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

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统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反对奢侈浪费的主张，成为我国古代

社会“以道驭术”的主旋律。后世许多封建统治者和学者在技术伦理方面“抑奢”的主张和实践，在思想渊源上即发端于此。 

 

二、先秦道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先秦道家对“道德”含义的理解，要比儒家的理解更为广泛，其“以道驭术”观念也要比儒家的观念更为深刻。在道家看来，

“道”和“德”的内涵都不局限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道”是“先天地而生”的世界本原，而“德”是有得于道，在实际生活

中体现一定的原则。所以老子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只是广义的道德的一部分。“以道驭

术”实际上是由“道”与“术”的本质联系所决定的，而“德”与“技”的结合则是“以道驭术”过程的自然体现。 

《庄子·养生主》中有一个人们熟悉的“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这个寓言本来是讲如何“解牛”的，为什么梁惠

王（文惠君）会把它会同“养生”联系起来呢？这里就涉及道家对“道”与“技”的本质联系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这个范畴的最初含意是“道路”。“道”蕴含着行走应恪守的目的、途径、步骤、方法。然而，老子所

说的“道”，并非指实在的路或行走过程，也不限于各种具体的操作途径或方法。老子认为“道”本身无形，不可言说，这意味着

不仅把人们对实在道路的体验抽象掉了，而且把各种具体途径或方法的特性也抽象掉了，留下的只是对于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

么，再做什么”这种步骤性活动本质特征的体验。这一系列步骤性活动的操作规程，对操作者而言是人为的，但根据操作者、工具

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应该存在一种合理的、最优的步骤性操作规程，据此形成特定的途径或方法，这就是“技”之上的“道”。

“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它超越了“技”，是“技”的理想境界。追求“技”

之上的“道”，目的在于使人为设定的技术规程逐步转化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技术规程，以至于达到能运用自如、天人合一的程

度，因而老子才强调“道法自然”。如果人们的实践活动能够达到“道”的境界，显然对人的生存发展是最为有利的，所以梁惠王

才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在《庄子》中，有不少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如轮扁斫轮、佝偻承蜩、运斤成风、津

人操舟等等，都体现了这种通“道”之“技”。 

由于“道”意味着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或方法，所以寻求“技”之上的“道”，理应造就技术活动各要素之

间的和谐。这里不仅指技术操作者与技术工具的和谐，以及技术操作者身心活动的和谐，也包括技术应用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技术

活动与社会的和谐、技术活动与自然的和谐。然而，人们不恰当的技术活动却破坏了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人们发明的器物

和掌握的技巧反而给人们带来了麻烦，这就意味着技术应用摆脱了“道”的控制，这就是“失德”。先秦道家对技术的不恰当应用

带来的不道德现象给予激烈抨击，不仅涉及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也涉及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的关系，这是道家“以

道驭术”观念的特色所在。而现代学术界讨论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如“技术异化”、“技术的人性化问题”等等，恰恰涉及

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的关系，而这方面思考在先秦道家那里早就有所体现。 

有些学者以为先秦道家厌恶所有工艺技术，而且对后来的技术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因为老子的确说过：“民

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庄子也讲过：“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中还有

“汉阴丈人”的寓言，其中提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然而，这些看似极端的说法，其实只是在批评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带来

的负面影响，并非要取消一切技术的应用。因为庄子在另外一些地方还曾谈过技术应用与道德相容的关系。庄子说：“同于天地

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也，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 [5]，p.211，p.264，p.244） 

《庄子》一书中对庖丁、梓庆等杰出工匠“道进乎技”的“绝艺”也极为推崇。老子尽管并未直接谈“道”“技”关系，但他引用

具体技术事例来说明“有”“无”关系时说过：“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

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显然，他对这些技术成果的实用价值还是肯定的。老庄作为见解深刻的

思想家，不会极端到取消一切技术应用的地步，后人也不应把这种极端见解强加到道家身上。 

在对技术应用的评价标准方面，先秦道家和儒家一样推崇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老子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

服。早服谓之重积德。……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还讲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

下先。” ([6],p.10，p.50，p.58)将“俭”视为一“宝”，足见对其重视。 

与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相比，道家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刻，更有普遍性。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只是强调技术活

动的社会后果，用道德教化协调技术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而道家的“以道驭术”观念还涉及如何协调技术活动中操作者与工具的关

系、人的身心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所有技术活动要素的和谐。道家的观念在先秦时代似乎并未体现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一直对今天的技术发展仍有现实的启发意义的“以道驭术”观念，恰恰来自道家的理解。李约瑟曾经

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

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

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7],p.140) 



 

三、法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法家关于法度的思想，对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法”的本意之一就是技术标准。如《管子·七法》中所说：“尺寸也、绳

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商君书》上说：“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

子主张，君王放弃法术而任心治，就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工匠放弃规矩尺寸而凭主观臆测，就是能工巧匠也不能制好一

个车轮。这不仅是谈治国方略，也是在谈对工艺标准的态度问题。《韩非子•饰邪》中还说：“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志，惑乱之

道也。” 在李约瑟看来，秦国的勃兴与其军事上的某些技术发明有密切关系。而这些发明的出现，又不能不考虑到重视法度的思

想背景。（[7]，p.237）这同样是在“以道驭术”，它强调的是对技术规范的严格要求。 

与儒家抨击“奇技淫巧”，道家倡导节俭相类似，法家对“雕文刻镂”之类华而不实的技术活动也表现出极大反感。法家早期代表

人物之一李悝提出了“禁技巧”的崇俭主张。他帮助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提出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认为农是国之本，

“农伤则国贫”。他的“以农为本”的观念，对巩固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有明显作用，但往往从消极方面看待工商活动的社会影

响，把“技巧”同奸邪淫佚联系起来，实际上限制了工商活动中技术的发展。 

商鞅在“重农抑工”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商君书·农战》中将“技巧”同“商贾”并论，认为必须加以限制，才能保证国

泰民安。韩非子也有类似观点。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纂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夫明王治国之

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在他的《五蠹》中，还把“商工之民”比作社会的蠹虫。([8],p.164，
p.183)先秦法家对工商活动中的技术持限制态度，目的在于维护农耕经济的稳定发展，防止将技艺过多用于奢侈的需求。从维护社

会生活稳定和倡导淳朴民风的伦理角度来“禁技巧”，其前提是根据农耕经济的需要来取舍，但这里留给技术本身的发展空间是相

当有限的。 

 

四、管子学派的“以道驭术”观念 

 

管子的思想兼有道家、名家、法家成分，其技术伦理思想需要专门加以论述。管子对技术的应用持积极态度，这就是“立器械以使

万物”，即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制作器物，以役使并支配自然界，为人们谋取福利。管子对所谓“奇技淫巧”也持激烈的批评

态度。《管子》一书中说：“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于前；

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在他看来，技术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给国家与百姓带来财用。如果不能带来财用，只是丧

志败德的玩物，那么，最精巧的技术也只能贬之为“淫巧”，不仅不能提倡，而且还必须大力禁止，严加惩罚。 

《管子》中把“雕文刻镂”的工事称之为“末产”或“末生”，把“锦绣纂组”的女织称之为“文巧”。《治国篇》说：“凡为国

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管子还认为，“审量度，节衣服，俭财用，禁侈

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这里是说，国家和百姓无积蓄而讲排场，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势必产生贫穷和浪

费。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中还主张适度扩大消费有利于推动生产，这和管子比较看重工商活动的价值有一定关系。《侈靡篇》中

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这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倡导奢侈，而是说工商

业活动在一定条件下需要适度消费的推动，因而《管子》中强调“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时化”指的是“因时而变”，

“侈靡”重在“善于”，而非过度。管子认为，人的德性的完善主要不是依靠自我修养、反观内省，而是依靠物质生活的富裕。因

此，要振兴民德，就必须厚养其生，输财于民，遗利于民，宽其政，救民之急，赈民以穷。通过给予民众以物质利益的途径，培育

其德性，然后在“知德”的基础上，导之以行义有礼，而技艺则在其中起着促进作用。([9],p.608，p.90，p.392，p.121) 

 

五、墨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墨家是反映先秦时代工匠和平民观念的典型代表。墨子本人就是一个精通器具制造的工师和思想家。墨家的技术伦理规范的特色在

于比较注重技术活动的微观社会效果，即工匠个人的道德修养。墨家“以道驭术”在技术思想中的体现，是注重以技术道德规范约

束群体或个体工匠的技术活动，要求门徒学习大禹治水吃苦耐劳栉风沐雨的精神，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10],pp.88-89、p.285)《庄子·天下》篇中介绍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并

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这些要求显然是直接规定其门徒、工匠的技术道德和行为规范的。 

在评价技术成就时，墨子主张“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公输盘(即鲁班)造竹木鹊，能在天上飞三日而不下，一般人都

以此为巧，墨子却认为这不如制作车辖，因为车辖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对天下人都有利，故所为巧。[11]墨子目睹当时一些

身怀绝技的科技人才，投靠强权势力，用技艺为侵略战争效力，便挺身而出，晓之以理，并以自己的技术实力作威慑，制止了战

争，维护了黎民的生命财产。流传千古的名篇《墨子·公输》在宣扬墨子“非攻”思想的同时，也阐明了墨子关于技术当“兼利天

下”的主张。“兼利天下”既是墨家的政治主张，也是对技术发展的道德要求。 

墨家学派对技术应用中的奢靡风气同样持反对态度。《墨子·辞过》篇里说，古代圣王建造宫室只是为了方便生活，而不是为了观

赏。而“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耗费大量财

力，搞得“国贫而民难治”。古代圣王穿着衣服只为便利身体，不求过分华丽好看。而“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必厚作敛于百

姓，暴夺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这是“殚财劳

力，毕归之无用也”。如此形成风气，则“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必然导致天下大乱。  



 

六、“以道驭术”观念在当时的影响 

 

“以道驭术”观念在当时的影响，体现在工程技术、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等许多领域。 

由于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学派和墨家等都激烈地抨击“奇技淫巧”，反对技术应用中的奢靡之风，先秦时代在建筑设计、装

饰、家具陈设等方面总的说来还是比较简朴的，这同后来封建帝王的奢华生活形成明显对比，同古代欧洲皇宫金碧辉煌的陈设、精

美绝伦的雕饰更形成鲜明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以道驭术”的社会效果。 

先秦时期出现了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工师”。“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便备用，使雕镂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

之事也”。荀子提出“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以使得“百工忠信而不梏”。([2],p.137,p.200)《礼论·月令》

规定，“孟冬之月（农历十月）……，命工师效公，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

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实际上是工程技术伦理的制度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地下出土的文物

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可以证实这一制度化的工程技术伦理的存在。如在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就出土有刻着陶工名字的陶

器；在战国时期秦、魏、韩、燕、秦、中山、齐等国遗址,所出土的这类刻有工匠名字的陶器更多。这里应该指出,“物勒工名”的

“工”,不仅有工匠,还有工师等官吏,表明这一制度伦理还包括对技术监督管理者的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要求。([12],p.4) 

《管子·五辅》以“诚工”称谓有道德的工匠，主张“非诚工不得食于农。”“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

守法者不失。”良工是恪守技术规范而不制作玩好之物的工匠，所以毫无价值的东西，守法的工匠是从不生产的。结合生产活动进

行伦理教化、工师监督、“物勒工名”等措施，对工程技术活动中“以道驭术”观念的贯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农业生产上，“以道驭术”表现为比较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先秦儒家伦理以“仁”为中心。由于生物和自然界对人有价值,因而儒家主张把仁爱的原则扩展到生物以及养育生物的自然界。儒

家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中庸》篇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

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关键在一个“赞”字。它指的是人类的技术活动

应该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赞助天地的化育过程，使之产生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结果。这不仅意味着不要倒行逆施，违背自然规

律，同时也意味着不要取代自然界的化育过程，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不要无所作为，听命于自然界的摆布。 

“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原则，决定了保护自然界生物资源的自觉行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觉保护自然界生物资源的施政传

统。在《礼记·月令》中，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各季各月的具体规定。孔子明确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的主张。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3],p.5)荀子说：“循道而不贰,则

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 妖怪不能使之凶。”([2],p.285)  

《庄子·天地》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仁”。这里把“爱人”和“利物”作为同样重要的道德要求,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道观

之，物无贵贱”。先秦道家对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带来的不道德现象给予激烈抨击，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技术的不恰当应用破坏了

生态环境的正常秩序。庄子说：“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铒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

知多，则兽乱于泽矣。([5],p.215) 管子比较注意从经济角度考虑环境的价值。他强调“四禁”：“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

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9],pp.426-427) “四禁”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禁止破坏农业

生态环境，因为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就会发生水、旱、虫灾，造成“民多夭死，国贫法乱”的严重后果。 

总体上看，先秦时期的环境伦理观念，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具体措施上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不仅为后世的环境伦

理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使当时的农耕文化蕴含深刻的生态智慧，有效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了农业经济日后的持续发展和

繁荣。先秦时期生态环境还未受到大的破坏，当时黄河中游气候温和，植被良好。黄河下游气候湿润，湖泊较多，决徙甚少。

([13],p.212)在生态环境相当好的时候，先秦思想家就已对破坏生态环境可能出现的恶果提出警示，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在生态环

境问题上强调“以道驭术”，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医疗卫生领域，“以道驭术”体现为强调医生的职业道德。儒家以“仁恕博爱”之德为中心，提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

《论语·子路》中提出：“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

这要求医者本身成为仁者，将仁义道德贯穿于行医的全过程。 

成书于战国和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对医学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已有论述。 

《素问》中有两篇重要文献，即“疏五过论”（分析医生行医的五种过失）和“征四失论”（造成“五过”的四种原因），其中有

许多涉及医学伦理的论述。《黄帝内经》还提到，医疗关系到人的性命，医术必须传给关心病人疾苦，具备忠诚为民众服务的高尚

品德，又有热爱医学事业，聪明好学，刻苦钻研精神的人，方可“识契真要”。所以，对医学生或学徒的挑选应该极为郑重。《黄

帝内经》中对医学伦理的论述对后世医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后来的医学伦理规范根据时代发展有一些新提法，涉及一些更具体的要

求，但基本思想特征自先秦以来是一脉相传的。 

 

七、“以道驭术”观念的现代意义 

 

我国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技术伦理观念，是在自然经济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其某些合理成分在仍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机制，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用伦理道德观念约束技术活动的观念，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



“德”的理解同西方的伦理（Ethics）道德(Morality)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

色。 

在西方伦理思想体系中，核心的概念是“公平”、“正义”、“责任”、“信誉”等等，反映出与工商活动的密切关系。伦理学研

究注重从最基本的原则出发，通过推理导出具体的道德规范。传统的西方伦理思想关注人的德性和社会的道德秩序，直到近年来才

在生态伦理研究中强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与此相比，我国先秦时期对“道”“德”的理解很早就涉及“仁民爱物”、“爱人利

物”的观念，在维护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并且思考了技术活动中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关系蕴含的伦

理问题，这是非常难得的。过于关注人际关系和功利价值的伦理观念，容易导致过度征服自然的活动。在反思工业社会中过度征服

自然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和技术异化现象时，在探索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观念具有深刻的启发

意义。 

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观念还涉及对技术活动社会后果的伦理评价。尽管对“奇技淫巧”的抨击和“抑奢”的主张是从自然经济

需求出发的，但防范技术活动可能产生误国害民后果的观念和措施有一定合理性。技术上能做的事情并不是伦理道德意义上该做的

事情。失去伦理道德驾驭的技术发展，只能是为了功利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技术具有强大威力的今天，“以道驭术”显得尤为

重要。 

先秦时期的“以道驭术”，是观念和行动的有机结合，伦理意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国计民生的实际，联系技术活动的社会管理和工匠

的操作过程。思想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不能直接变成普通民众特别是工匠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这里要经历一个不断教化熏陶的过

程。先秦思想家对德行优良的能工巧匠加以赞誉，对技术活动中的歪风邪气加以鞭笞，使人们通过具体事例有所体验，有所遵循，

这种技术伦理的传播教育方式值得借鉴。显然，如果现代学者们的技术伦理研究成果丰厚，却没能在遏制不良技术活动尤其是假冒

伪劣产品方面发挥有效作用，那就表明“道”尚未真正“驭术”，就需要做出更为切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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